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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中国管理学学术界沿着中西会通或东西交融的方向来发展中国

管理理论。 过去十余年，又涌现了发展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与本土化中国管理理论的

强烈自觉。 然而，中国管理理论知识体系为西方理论及其话语体系所主导的被动局面一

直未得到有效改观。 本文认为，突破中国管理理论创新难的困局，需要转向以“中道”为
主且兼具“西用”特质的发展方向。 文中的“中道西用”，意指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知识的发

展应该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全面深入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中去发

现和探究高理论价值的现象。 未来，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应加强对中国管理学自主性的认

同，通过重置研究标尺和聚焦弱相互作用来深入充斥隐性知识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场景，
大力探索和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当下人类与科技智能共生的不确定性的新管理理论知识。
只有聚焦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与文化价值观、与人紧密相关的丰裕隐性知识，才有可能驾

驭和超越西方管理理论中主要与有形的物化因素、与工具理性相关的显性知识，持续生成

符合中国国情和有重要时代意义的管理理论知识，进而指引中国企业在更大范围和更高

层次上加快推进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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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从“倒冰山”转向“正冰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理论学术界总体上按照中西会通与东西交融的方针发展中国管理理

论。 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应是一种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关系”（彭贺和苏东

水，２００７） ［１］；“国际管理学界对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发展的必然性已有共识” （吴照云和余焕新，
２００８） ［２］。 经过 ４０ 余年发展，中国从西方管理理论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知识，初步完成了中国管理

理论知识体系构建工作，同时也陷入了无力对以西学为主的理论体系做行之有效的改良，以发展独

立自主的中国管理理论知识的境地之中。
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攀升，其独特的文化与

制度背景下的组织管理现象日益引人注目，初步具备了生成新兴的管理理论的迹象（Ｍｏｒｒｉｓ 等，
２０２３） ［３］ 。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经济的成功故事，激发了中国管理研究热度的“寒武纪大爆炸”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式的持续上升，相关领域的研究既关注西方的成熟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下

的适用程度，也关注某些中国特有的理论视角能否应用于中国之外的管理情境 （ Ｌｉ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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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４］ 。 ２０１５ 年，美国《管理学会学报》 （ＡＭＪ）发文提出，以“东西交融”促进东方新管理理论

与新概念的发展（Ｂａｒｋｅｍａ 等，２０１６） ［５］ 。 此文指出，管理学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不匹配，以西

方视角研究东方组织管理知识，限制了新概念和新理论发展的可能性。 此文呼吁走出西方苑囿，
汲取东方智慧，为现有管理学体系注入新活力。 Ｍｕｒｐｈｙ 和 Ｚｈｕ（２０１２） ［６］指出，由英美主导的顶级

学术期刊和商学院组成的学术价值链，造成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学术目标之间的错位，它们

施加压力，迫使学者们遵守西方习俗来“证明”自身的学术价值。 像 ＡＭＪ 倡导的东西交融观点依

然以西学话语为主导，它无助于中国学术界真正摆脱当下发展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乏

力感。
在中国管理学知识体系为西学所主导的被动局面下，中国管理学术界需要正视一个重要问题：

繁荣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为什么没有催生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管理理论？ 陆亚东（２０１５） ［７］ 称之

为“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窘境”：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其丰富的企业管理实践和悠久的

管理哲学传统对全球管理理论的贡献，却与其经济表现极不相称。 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中国没有

形成自己的管理理论，中国企业用的是西方管理理论。 这一流行解释包含了两个观点：第一，现有

的现代管理学知识体系主要由西方管理理论构成，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在其中占比甚小。 此观点

描述了基本的事实。 第二，由于中国管理理论匮乏，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是西方管理理论。 此

观点作为一种流行解释，比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凸显加快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重

要性，但它没有准确反映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真实状态，也没有深刻揭示出当下发展中国管理理论

所面临的真切问题。
当前，发展中国企业管理知识的常见思路有三种：第一种是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验证西方理

论。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管理学界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量的研究资源已投入了这一领域。 近

年来，这一理论发展思路的边际效应正在趋于衰减。 这条道路本身没有错，但过多研究资源涌

入，造成了低效使用和重复浪费的问题。 如果这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资源投入到其他研究方向

上，有可能取得更大成就。 第二种是以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为研究素材，来帮助补充和拓展西方管

理理论。 这种典型的缺口发现式研究思路，着力在现有理论体系的边缘地带发现可值得去填补

的缺口，其弊端在于格局小，导向了“巩固而不是挑战” （Ａｌｖｅｓｓｏｎ 和 Ｓａｎｄｂｅｒｇ，２０１１） ［８］ 。 现有理

论体系，使研究者的努力与尝试整体地被局限在狭窄空间里。 中国经济发展体量之大及中国发

展道路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故事有可能需要另一个面貌大不相同的叙事结构，需要对现有西方

学术体系的一系列假定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第三种是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企业实践来独立

构建管理理论。 这个研究思路看起来是光明正道，但其实际发挥的作用、有效性和影响力非常有

限，在这条道路上，研究者们走得也不甚通畅。 本文认为，以上三种思路对发展中国管理学知识

体系的实际作用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它们没有摆正“中”与“西”在现代管理学知识体系之

中的关系。
前两种理论发展思路接近于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 ［９］ 的“外生内化” （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ｎ）的观点，将外生的中

国实践内化到西方管理理论体系之内；或者是 Ｂａｒｎｅｙ 和张书军（２００９） ［１０］ 的发展“中国管理理

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观点，即发展那些与中国管理实践相关的一般理论，重在检

验现有西方主流理论有效性和扩展现有主流理论的适用情境边界。 上述研究思路，又可以称作

“情境化”研究，由于将“西”摆在主流位置，抑制了自主发展理论知识的潜能和内在活力。 明茨

伯格（２０１６） ［１１］ 曾经引用英国建筑设计师 Ｐａｕｌ Ｓｈｅｐｈｅａｒｄ 的观点：主流就是一股强大的水流，令
陷在其中的人无法思考。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 ［９］ 认为，这样的理论发展思路，会错过中国情境下真正重

要的组织管理问题。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 ［１２］ 指出，亚洲学者过于追随西方概念与理论，他们缺乏自信，
无法在现有理论不合适的地方挑战这些理论。 这使得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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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诞生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的地方”，那些“早已存在于东方文化之中的东方管理思想，却
无力突破西方管理理论已经获得的全球管理学界的话语霸权，来全面完成与市场经济、现代化

大生产的有效嫁接”（彭贺和苏东水，２００７） ［１］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 ［１２］ 认为，亚洲学者应用西方理论

时应该更谨慎，他们应该更自信地探索当地的研究问题，积极发展能解释亚洲现象的新理论。
如果仅仅满足于诠释和传播西方理论，那么，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产生，将变得遥遥无期（谢佩

洪，２０１６） ［１３］ 。
第三种理论发展思路接近于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 ［９］讲的“内省外显”（ｉｎｓｉｄｅ ｏｕｔ），发现中国企业管理实

践中独特且重要的问题；或者是 Ｂａｒｎｅｙ 和张书军（２００９） ［１０］ 的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即解释中国独特的管理现象或对中国来说格外重要的管理现象和问题，也
可称作“本土化”研究。 这种思路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在实施中，研究者们往往急于摆脱强盛的

西学影响和作用，过于求新求异，夸大了独立自主发展理论知识的实际能力，脱离了仍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西方管理理论知识，且需要继续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理论发展经验的实际情况。 韩

巍（２００８） ［１４］指出，这些理论“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管理’标记”，“缺乏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约定的

遵循……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辞”。 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９） ［１５］指出，任何声称中国独特性的理论都需要

通过国际比较来进行检验。 也就是说，无论是“外生内化”，还是“内省外显”，有效的现代管理理论

知识的生成，都需要经历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现象进行比较与磨砺的一个深度思考过程。 在此过

程中，中国管理研究者需要克制住偏执的情绪，勇于突破相对封闭的认知状态。 只有这样，有关中

国管理理论的研究工作的可通约性和实际理论价值才能得到大幅提升。
本文用图 １（ａ）所示的“倒冰山”结构，来描述对现有的理论化的管理理论知识体系构成情况

的主流认知。 在此结构中，西方管理理论占据整个冰山的主体部分，中国特色的或中国化的管理理

论只占很小的比重。 这就是前文给出的流行解释中的第一个观点。 该流行解释的错误在于它的第

二个观点，即将“倒冰山”结构代表的理论化的管理理论知识体系，直接当作了在现实世界中指导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知识体系。 但事实上，中国企业实践中的管理理论知识体系是图 １
（ｂ）所示的“正冰山”结构。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管理理论知识

体系拿过来和用起来，然后就获得了成功的。 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活动中，既融入了西方管理理论

知识，也融入了大量在西方管理理论体系视域之外的、富含中国特色的技能、知识与经验。 由于为

数众多的研究者对现有的理论化的管理理论知识体系及话语体系的认知总体上呈现为图 １（ａ）所
示的“倒冰山”结构，这造成了管理理论研究者对偏离了西学范式要求的知识与经验的习惯性忽略

与视而不见，使林林总总的富含中国特色元素的技能、知识与经验，在总体上处于能见度低和理论

化程度低的状态中。 对此，需要坚持学以致用的方针，以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
确看待企业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入实践，去发掘管理现象背后的真相与真

理。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准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正确思路。

图 １　 “倒冰山”（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与“正冰山”（实践中的知识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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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文提到的三种理论发展思路，可以结合图 １ 来审视它们背后隐含的对管理理论知识的

认知与假设。 本文认为，持有上述三种思路来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们，都受到了前文所提及

的流行解释的误导。 其中，前两种观点则忽略了图 １（ｂ）所示的尚未理论化的大量中国企业管理经

验在中国企业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实情况，第三种观点忽略了图 １（ａ）所示的西方理论在现存

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客观事实。 发展中国管理理论，需要转换视角，将视线从以西

学为主体的“倒冰山”结构，转向以“中道”为主的“正冰山”结构。 在“正冰山”结构中，曾对中国管

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管理理论的影响力将收缩和退居到相对恰当的地位。 只有实现从

“东西交融”（或“中西融合”）向本文所说的“中道西用”转变这一思想革命，才能真正摆脱中国管

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脱节以及中国管理理论发展为西学范式所困的被动局面。 此处指的“中道”，
非传统意义上的“中体”（即中学之体），乃强调对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历史进程本

真道路的探寻；“西用”亦非以西方理论为辅助，而是强调汲取西方管理理论发展中经过实践检验

而生成理论真知的方法论真谛。 新时代中国管理理论以“中道”为主且兼具“西用”特质，就应该坚

持一切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需求出发，灵活运用批判性思维，既勇于摒弃和克服西方管理理论知识

体系的局限性与不适用的方面，又不排斥其有益成分，以达成滋养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与强盛中国管

理理论知识体系的目的。

二、 见所未见：将注意力投向高理论价值的研究领域

为进一步解析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与中国管理理论之间的关系，本文引入两组概念：第一组概念

是波兰尼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２［１６］；１９５９［１７］）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用之来对指导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知

识进行分类；第二组概念是默顿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３６） ［２２］的显性功能和潜在功能。 本文将使用这两组概念

来对特定类型管理理论知识指导下管理实践的不同功能后果进行分类。
１．波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和默顿（Ｍｅｒｔｏｎ）的两组概念

就常识而言，有理性的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正所谓：眼见为实。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２） ［１６］对知

识进行了二分处理。 他指出，人类的“知”中包含有隐性的“知”的成分。 也就是说，知识，除人们知

道自己知道的显性知识外，还包括人们知道但表达不出来的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是人们通常描述

为知识的事物，隐性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比如，人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拥有的特定知识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９） ［１７］。 人们有能力运用隐性知识去应对作为一个复杂但连贯的实体的事物，但无法

说清楚其中的全部细节（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２） ［１６］。 以下是两个有关隐性知识的重要但又容易被人忽视的

事实：
第一，拥有技能知识的人，通常会做却不会说（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２） ［１６］。 一位卓越的管理者，就像一

个骑自行车或游泳、滑雪的高手，他（她）拥有在实践中保持平衡的高超技能，却可能压根不确知自

己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非要让这位管理者去总结，他（她）有可能会说出“一堆完全错误或非

常不完美的想法”。 Ｂａｒｌｅｙ（２００６） ［１８］为波兰尼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他说：“尽管有足够多的

人显然认为我写了有趣的论文，但我无法解释我是如何做到他们认为我做了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明

白。”德国最高科学奖获得者迪特里希·德尔纳（２０１０） ［１９］ 也提供了一个例证：“我曾认识一位医

生，他能很有把握地诊断某种病，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做，但是不能说清楚他是如何做的。”黄光国

（２０１０） ［２０］谈到，“经验”和“知识”是截然不同的。 人类的生活经验本来就是一片混沌，当人类企图

用语言“说出”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其实只能“说出”其生活经验的一小部分，有更多的经验都还留

在混沌之中。
第二，显性知识是相对易于处理的细节知识。 研究者常常将注意力放在显性知识上，它们

被称为“焦点性的已知”（ ｆ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ｉｎｇ），当人们成功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显性知识与显性推理而

８

余　 菁　 中道西用：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向



忽略知识的隐性一面时，知识的意义与有效性会被破坏掉，隐性知识会被遮蔽起来（ 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９６２） ［１６］ 。 隐性知识不具备显性知识的公开性和客观性，但知者对事物的驾驭，主要是通过掌

握与塑造隐性知识来实现的。 隐性知识在所有人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人类最杰出和最伟大的

思想活动都是探索和创造隐性知识的活动（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９） ［１７］ 。 对于现代科学排斥和谴责任何理

解隐性的事物特征的努力，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９） ［１７］ 视之为一种思想领域的专制主义，他认为，过强的

科学经验主义的严密性与崇高感，会无情地肢解人类的真实经验，造成人在认知与实践上的重

大缺陷。
Ｐｏｌａｎｙｉ 有关知识的思考侧重于哲学思辨领域。 管理研究更加关注管理理论知识指导下的实

践应用与影响问题。 研究知识的属性，如何才能据此发展既有深刻理论见解又有高实践影响力的

学术研究工作呢？ Ｍａｒｋóｃｚｙ 和 Ｄｅｅｄｓ（２００９） ［２１］ 将对该问题的研究兴趣追溯到了 Ｍｅｒｔｏｎ 那里。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３６） ［２２］关注特定知识指导下的社会行动的功能性后果，他认为，现有的知识状态限制了

人们对社会行动后果的预见力。 他指出，人们对行动后果缺乏预见性或许不是因为纯粹的无知，人
们可能实际掌握了大量知识，但相互作用的因素和环境如此复杂且繁多，致使人们无法有效地建立

具体知识与行动及其后果之间的正确连接，这将导致不可预见的偶然性的发生。 这一论断呼应了

Ｐｏｌａｎｙｉ 的观点，隐性知识不同于人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显性知识，它们只有在社会行动产生客观后

果的实践过程中、在知识和行动交互的“边缘地带”（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３６） ［２２］发挥作用和获得意义，也只有

在此时此刻，人们才有机会觉察和辨识隐性知识的存在（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９） ［１７］。 一旦脱离具体实践，隐
性知识便隐形了，变得非常难以被人们捕捉了。 此时，人们往往只观察到那些相对容易从显性知识

和显性逻辑里推导出来的显性功能，却难以预见复杂活动条件下受隐性知识影响和作用的、既未被

预见也未被识别的潜在功能。
２． “波兰尼象限”的高理论价值

借助波兰尼和默顿的概念，可以看到，在图 １（ｂ）中所示的“正冰山”结构中，指导中国企业管

理实践的中国管理理论体系由两个部分管理技能知识组成：一部分是海平面之上的冰山的显性知

识部分；另一部分是海平面之下的冰山的隐性知识部分。 目前，构成显性知识的，恰如图 １（ａ）中的

“倒冰山”结构所示的那样———主要是具有显性功能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但对中国企业管理的成

功实践而言，大量无法言说的以及尚未被识别、未被理论化的隐性知识，它们具有比已知的显性知

识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关注重点，不应该是那些人们熟知的显性知识和

显性功能，而应该是大量存在的但仍然为人们所未知、未见的隐性知识。

图 ２　 高理论价值的“默顿象限”和“波兰尼象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本文根据知识的显性与隐性特征的不同以及其功能后果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理论价值的研

究领域，如图 ２ 所示。 其中，第 ＩＶ 象限的“显性知识发挥显性功能”这类研究工作最容易满足主

流研究范式的要求，它们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关注和消耗掉了众多的研究资源，但这类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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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常识象限中，属于已知的知识范畴，理论价值相对较低。 在第 ＩＶ 象限中过度“内卷”，这是中

国管理理论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发展的根本原因。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３６） ［２２］ 的研究引

导学者们去探究那些理论价值更高的研究领域，他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与“潜在功能”相关的研

究领域。 由于默顿缺乏对知识进行二分处理的观念，他关注的是图 ２ 中第 ＩＩＩ 象限的“（显性）知
识发挥意料之外的潜在功能”这类问题，称之为“默顿（Ｍｅｒｔｏｎ）象限”。 立足于中国企业管理理

论与实践的发展实际，本文更加关注图 ２ 中第 Ｉ 象限的“隐性知识发挥显性功能”的相关现象的

重要意义，本文将其称之为“波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象限”。 将“潜在功能”和“隐性知识”这两个概念

结合在一起时，它们便构成了图 ２ 中第 ＩＩ 象限的“未知之域”。 如果未知之域的“潜在功能”浮

显出来或“隐性知识”逐渐显性化了，它们将得以走入研究者的视域中，从而成为具有一定能见

度的新研究领域。
在探索高理论价值的研究方向上，无人监督学习、迁移学习和可解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加

速帮助打开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黑箱。 用传统研究工具与理论方法无法处理的应用场景中的海量

数据，正在快速地发生从不可见、不精确、不完备、不清晰、不充分的特质向可被研究者高效利用的

特质的转变（ｖｏｎ Ｋｒｏｇｈ 等，２０２３） ［２３］。 明茨伯格曾说，数据只能证实理论，而不能产生理论，只有作

为研究者的人能构建理论。 但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等（２０２０） ［２４］指出，机器学习算法等新技术正在孕育从数据

中构建理论的新工具，这些工具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具备了基本学习机制，它们有潜力逐步接管人

作为研究者拥有的独一无二的那些特权。 随着新技术方法不断突破，西方管理理论正在迎来重大

变革，科技智能对人的管理渗透将进一步以指数级形式持续深化，科学与效率的管理原则将得到进

一步地巩固。
与上述研究方向相区别，本文给出的“波兰尼象限”指向的是另一个方向———为西方管理研

究者们所不熟悉的、以形式尚不确定的隐性知识方式广泛存在的企业管理经验与智慧。 当前的

西方管理理论研究处于纯然依靠科技智能实现加速进化的进程中，面临诸多风险与不确实性。
Ｔａｎｇ 等（２０２２） ［２５］的研究表明，有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与工作中有责任心和有鲜明人格特征

的员工之间的匹配，很有可能不如预设的那样和谐有效。 在西方研究者的眼中，中国企业运用基

于数字技术的 ＤＥＣＡ 模式（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通过不同于西方的授权方式和

“单线领导”的方式来界定清晰的目标任务，使员工能够借助数字平台技术，发挥最大的生产创造

潜能（Ｇｒｅｅｖｅｎ 等，２０２３） ［２６］ 。 这样的研究是典型的西方管理思维产物，由于过度关注“授权” “领
导”“目标任务”这类显性知识，它体察到了中国情境下管理实践活动中的“差异性”表现，却无法

捕捉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与文化、人、整体观念这些因素紧密关联的隐性知识所起到的决定性作

用的实质。 在新的研究方向上，本文的隐含假设是，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显性成功，不仅得益于

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知识的开发与应用，更得益于另外一些意义重要却是非科技属性的和隐

性的实践知识。
未来，发展中国管理理论，需要将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推进，且要尽力在后一

方向上发挥主导性作用。 Ｂａｒｎｅｙ 和张书军（２００９） ［１０］ 指出：“有一些中国现象只能用中国独特

的方式来予以理解。”黄光国等（２０１４） ［２７］ 借用印度的批判实在论的哲学观点指出，西方理论根

本没办法解释东方国家的发展现象，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带着西方眼镜发展出来的理论老是

解释不清楚中国的问题。”与 Ｂａｒｎｅｙ 和张书军的观点相比，黄兴国和罗家德的观点进一步指明：
用中国独特的方式来予以理解的中国现象的可能性，不是小概率和小范围的存在，而是大概率

和大范围的存在———只不过研究者因为受西方研究方法和思维惯性左右而选择性地忽略掉了

它们。
大力推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中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这是发展中国管理理论时需要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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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挑战。 长期以来，从事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与教育的学者们受到了西方管理理论影响，习
惯性地运用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思维方法研究和发展显性知识。 受 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９） ［１５］ 所说的“嵌
套在一般管理理论之中的中国管理理论”的理论思考方式的束缚，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中丰

裕的隐性知识还未能被学术界发现。 众多从事企业实务的管理者因受到学术界思想观念的影

响与规训，倾向于运用学术界所熟悉的显性知识话语来表达自己对管理技能的理解。 这些思维

惯性，加剧了虚假繁荣的显性知识对有更高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隐性知识的遮蔽作用。 应该清醒

地看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成功故事，其实质并不是人们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显性知识发挥

显性功能的成功故事，而是被丰裕的隐性知识包裹着的显性知识助力实现显性功能的成功故

事。 若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进行充分挖掘，还有可能发现许多由显性知识起到意料之外的负面

性潜在功能作用的教训。 生成新的中国管理理论，需要离开西方理论的“光明”之地和舒适区，
开发照亮中国经济和企业组织实践沃土的新的理论光源。 在鲜有过往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走进

知识中的盲区，从中有所探索与发现，进而有效发掘、把握中国组织和管理精髓（Ｂａｒｎｅｙ 和张书

军，２００９） ［１０］ 。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管理研究者在“波兰尼象限”施展拳脚和做出越来越多的杰

出学术贡献，才有可能去进一步探索未知之域，以弥合有限的人类理性与恢弘壮阔的宇宙律法

之间的巨大缝隙。

三、 何为“西用”？

本文所说的“西用”，不是指人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以拿来主义的心态对待西方管理

理论，拿来即用的做法。 “西用”，指的是从管理实践活动中抽象出可供研究与分析的管理现象

与经验，将它们理论化，以形成可以在广泛的管理实践活动中予以传播和扩散应用的管理知识

的理论发展方法。 众所周知，大部分的现代管理研究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因而发展出的管理理

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管理的美国理论（ Ｂａｒｎｅｙ 和张书军，２００９） ［１０］ 。 理论发展中的先发者优

势，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管理研究者都要对理论的美国版本做出必要的回应：或拓展它，或反驳

它。 本部分概要回顾百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管理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片断，以便于洞察早期

现代管理理论如何从西方企业管理实践的土壤中萌芽并发展壮大起来；然后，剖析 ２０ 世纪末以

来的几十年间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断裂是如何发生的。 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进程，可以被粗

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２０ 世纪初至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１．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现代管理理论形成的关键期

２０ 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将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建立起来的关键时期（Ｇｉｏｒｃｅｌｌｉ，２０２１） ［２８］，泰
罗、法约尔、巴纳德和梅奥的理论对西方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基石性的贡献，他们的理论学

说为西方企业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了由工厂运营、行政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组合而成的“一揽子”
的管理技能解决方案。 这些研究工作高度紧密地与当时的西方企业管理实践进行了结合，且前三

位都是企业实干家，属于典型的参与型观察者和研究者。 有关西方管理思想史的论著中详细地记

录了他们的管理思想的发展路径（雷恩和贝德安，２０１４） ［２９］，以下将做简要阐述，以更好地揭示其对

如何紧密结合企业实践来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启示意义。
１９１１ 年，泰罗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这是美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起点。 １８ 岁时，泰罗通过了

哈佛大学入学考试却决定放弃学业，进入工厂当了 ４ 年学徒。 随后，在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工

作 １２ 年，这其中，他用 ６ 年时间当上了总工程师；又在一家造纸厂担任了 ３ 年总经理。 之后，泰罗

成为了帮助制造企业提升效率的一名管理咨询工程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咨询项目是应创建了美

国第一所商学院的约瑟夫·沃顿（Ｊｏｓｅｐｈ Ｗｈａｒｔｏｎ）之邀为伯利恒钢铁公司提供服务。 在那里，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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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著名的生铁装载实验。 通过多年如一日的工厂管理实践，泰罗总结了自己的理论，并于

１９０９—１９１４ 年间在哈佛大学授课。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 １９２５ 年法约尔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 １９ 岁

时，法约尔进入科芒特里煤矿担任采矿工程师，６ 年后成为煤矿的经理；又过了 ６ 年，他主管几家煤

矿。 不久，煤矿的所有者因几位合伙人去世，公司重组为科芒特里 － 富查博特股份公司。 工作 １６
年后，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时，法约尔被任命为总经理，拯救公司于危难之中。 工作 ３０ 年后，
他从总经理的岗位退下来，在退休前两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理论学说。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组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一组是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
（１９３８）和《组织与管理》（１９４８）；另一组是梅奥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１９３３）和《工业文明的社

会问题》（１９４５）。 巴纳德拥有标准的职业经理人生涯，他曾在哈佛大学就读但没有拿到学位，２３ 岁

时进入美国电报电话公司（ＡＴ＆Ｔ），１８ 年后，担任了 ＡＴ＆Ｔ 的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裁，又在这

个职位上工作了 ２０ 年，直到退休。 梅奥的理论学说，建立在 ＡＴ＆Ｔ 的设备供应商西屋电气公司霍

桑工厂实验的基础上。 霍桑实验历时 ８ 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负责。 梅奥对霍桑工厂进行了

现场调研，针对实验中的反常现象，他提出的理论解释产生了最广泛的影响力，使得哈佛大学在与

麻省理工学院的这场学术竞争中胜出。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到，美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奠基之作，都是贯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２０ 世纪中叶后的二三十年，是战后欧美发达国家推进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时期。 Ｃｏｌｑｕｉｔｔ 和

Ｚａｐａｔａ⁃Ｐｈｅｌａｎ（２００７） ［３０］ 指出，这是西方管理理论完成理论构建的重要时期，支离破碎的管理思

想被正式化为各种综合性的理论框架，由新概念、新原理和新方法组成的新的理论范式不断涌

现。 在实践层面，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特点是管理研究与教育工作加快走向了职业化的发展方

向，商学院的教授们与管理咨询服务机构的专家们，作为联接企业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研究工

作的重要节点，日渐获得了专业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这支高度职业化的管理理论发展队伍，
将各种现代化的管理理论知识贴上了科学的、高效的或先进的管理方法的标签，再推动它们从

美国向欧洲国家与日本的扩散传播（Ｇｉｏｒｃｅｌｌｉ，２０２１） ［２８］ 。 在经历这一时期的理论繁荣的过程

中，美国管理理论步入了一个喧嚣的为理论而发展理论的新发展阶段，其早期的从扎实的实践

中生成重要理论成果的优良传统被渐渐淡忘了，被日益严密和繁琐的各种形式化的学术要求消

解掉了。
２．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现代管理理论范式化的困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西方管理理论发展进入到 Ｐｆｅｆｆｅｒ（１９９３） ［３１］ 所说的常规学科研究和成熟范式

研究为主的新发展阶段，Ｐｆｅｆｆｅｒ 建议研究者将精力集中在管理学科领域更严格的学术范式发展上。
有学者批驳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追求学术研究中的强制共识，也就是 Ｐｆｅｆｆｅｒ 所强调的主导范式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和趋同思维（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意味着将对真理的裁决权交到少数研究权威

手上，这将限制知识的发展和导致理论进化的停滞 （ Ｃａｎｎｅｌｌａ 和 Ｐａｅｔｚｏｌｄ， １９９４ ） ［３２］。 Ｍｉｎｅｒ
（２００３） ［３３］对 ７３ 种已有的组织行为理论的有效性和有用性进行了评估，他的研究揭示出来，尽管该

领域内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但研究者们达成共识以及形成坚实的知识基础的程度显然不

尽如人意。 广泛存在的分歧与争议，造成了研究者在学术范式上缺乏共识。 Ｍａｒｋóｃｚｙ 和 Ｄｅｅｄｓ
（２００９） ［２１］更是直言：尽管所有的顶级管理期刊都坚持理论发展，但管理学科对“什么是理论”仍然

缺乏共识，遑论理论研究范式的共识。 在充斥各种观点对歭的状态下，这一时期的管理学理论知识

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出现的新发展动向，进一步阻碍了符合管理实践需要的学术范式的有效

发展。
一方面，在学科内的理论知识发展上，由于管理理论知识体系日趋庞大与系统，研究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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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点日益从“对管理实践的贡献”转变为“对管理理论的贡献” （Ｂａｒｋｅｍａ 等，２０１６） ［５］ 的“理论

内循环”模式。 在“理论内循环”模式中，理论发展本身成为了管理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Ｚａｈｒａ
和 Ｎｅｗｅｙ，２００９） ［３４］ ，管理学术研究工作的任务不再是为管理实践服务。 与之伴生的一个重要变

化是，理论验证（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而非理论建构（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成为了大多数实证研究者提供理

论贡献的主要方式（Ｃｏｌｑｕｉｔｔ 和 Ｚａｐａｔａ⁃Ｐｈｅｌａｎ，２００７） ［３０］ 。 有些号称建构理论的研究工作，制造的

不过是缺乏理论验证的无源无根的伪理论。 对做理论验证的研究者而言，与已有理论中的显性

知识的对话，要比与实践中的隐性知识对话，要来得重要得多。 这种理论思考方式，造成了管理

理论与管理实践这二者之间关系的疏离，也在事实上造成了有意义的管理理论建构工作的滞步

不前。 印度裔学者 Ｇｈｏｓｈａｌ（２００５） ［３５］批评到：管理理论研究者们制造的坏理论和“伪装的知识”，
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管理实践，限制了管理者在实践活动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能力。 Ｐｆｅｆｆｅｒ
（２００５） ［３６］认同 Ｇｈｏｓｈａｌ 对管理研究与商学院管理教育的批判，他指出，经济学的科学范式越来越

倾向于主导像组织管理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议程的制定，这对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

产生了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７） ［３７］ 指出，“理论本身并不是目的”，好的理论能够

帮助人们增进理解现实问题，但如果研究者为理论而理论，这样建构出来的理论反而有可能会阻

碍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对内发展理论知识不畅的压力之下，管理学被迫转向从其他学科引入理论知识来

推动理论知识的创新路径，即通过“理论外循环” 模式来做出对管理理论的贡献。 Ｋｎｉｇｈｔｓ 和

Ｗｉｌｌｍｏｔｔ（１９９７） ［３８］指出，过去十年，围绕管理学跨学科研究的炒作急剧增加，几乎没有一项管理研

究不声称自己支持或采用跨学科方法的。 管理学的研究者们往往来自于不同的部落，而且往往是

交战的部落———营销人员、组织行为或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会计师、信息技术系统专家等，他们的自

我认同越来越多地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来实现。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２００７） ［３９］ 基于对组织科学的理解，探
讨了组织管理研究工作的跨学科属性，他认为，需要借助跨学科思维和多用户的应用模式，才能走

出这一学科弱范式共识的发展困境。 Ｚａｈｒａ 和 Ｎｅｗｅｙ（２００９） ［３４］ 也主张开展跨学科研究。 Ｍａｒｋóｃｚｙ
和 Ｄｅｅｄｓ（２００９） ［２１］认为，尽管跨学科研究可以为管理研究带来一系列新的理论见解，但这方面的

努力有可能损害另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即将管理学科发展成为一个在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上与其

他学科截然不同的学术领域。 他们指出，利用跨学科知识促进管理理论发展的研究思路具有负面

性，特别是后者将追求新奇异趣和挑战常识规范作为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 这类做法，使管理研究

日益远离了其在发展早期阶段强调运用管理实践中的典型事实来总结经验性规律和发展理论观点

的研究范式。
回顾下来，过去 ３０ 多年的西方管理理论发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在不断重复一个反

面教训：仅凭与实践相脱离的精致理论，非但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进步，反而有可能导致理

论发展的窒息。 在错误的方向上，众多的管理理论研究者们没有真正有效地建构严格的、源自管理

学科内在发展规律的和有连贯性的研究范式，西方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值得尊重的成熟学科的理论

知识基础被削弱了，其管理研究工作整体上呈现为碎片化和进步乏力的状态，管理理论的正式知识

与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知识之间的差距扩大了（Ｓａｎｄｂｅｒｇ 和 Ｔｓｏｕｋａｓ，２０１１） ［４０］。
３．小结

回到本部分的论题：何为“西用”？ 何为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立身之本？ 本部分回顾的西方管理

理论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实践出真知。 管理理论的价值，应该以其创造的实

践价值来衡量。 伟大的理论家，都是其所处时代“真实商业实践的深刻观察家”，而脱离真实商业

实践的理论对话与文献回顾“可能阻碍新思想的诞生” （陆亚东，２０１５） ［７］。 有意义的管理理论知

识，只能从脚踏实地的管理实践中产生———从为管理实践所有效采用但又非理论化的隐性知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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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化的显性知识转化的动态过程，就是“西用”的精髓。 此“西用”，不是运用西方管理理论之意，
而是强调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发展早期所遵循的“学以致用”的学术精神———理论必须为创造实践

应用价值服务的治学精神。
长期以来，中国管理学术界习惯于移植西方理论的做法，这种做法有效提高了中国企业在管理

实践活动中应用新理论知识的水平和能力，但就当前阶段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需要而言，弊大于

利。 ２００７ 年，《管理学报》特约评论员［４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管理现象能不能从管理活动中抽象

出来？ 本文进一步追问：管理理论研究者能否将管理者及其管理行为，从相关的管理实践活动中抽

象出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完整的研究对象？ 西方研究者从西方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中率先抽象

出来了那些相对比较容易和便捷地用于开展工具理性分析和予以标准化处理的事实片断，这一研

究抽取的过程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实用理性主义逻辑的主导与支配，这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

体系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应该清醒地看到，从西方企业组织管理现象中抽取出来的易处理的研究

事实、议题和套路的方法有其内在缺陷，也不一定贴合中国企业实践需要。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田

野即是隐性知识的沃土，其中孕育数不尽的新理论的种子。 发展中国企业管理理论，需要突破西方

管理理论研究范式中的弊端与思维局限，走出西方管理理论知识象牙塔，以一种“潜水员思维”深
潜到冰山之下，像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 ［９］所言———只有跳进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大海深处，去探求那些不

为站在海岸边上的过客们所易见的和现存的理论书籍没有发现的关键问题，才有可能生成对全球

管理理论而言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四、 何为“中道”？

新时代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现代化

与理论化进程，必然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的抉择区别于西方

现代化的已有经验，它的本体属性是以中国的价值观驱动的现代化，是兼顾多重发展目标和以人为

中心的现代化（余菁，２０２３） ［４２］。 弥合中国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之间的断裂带，需要深入

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的企业管理现场去开展扎实的研究工作。 如果从已有的西方管理理

论体系视角来审视，这是一项不可能成功的任务。 但中国管理理论化的方式注定将有别于西方范

式，它将胜任于在冰山下深潜与探索的任务，从而更加贴合于中国式现代化本体属性及中国企业发

展实际的需要。
什么是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适配的中国管理理论的“中道”呢？ 一些学者们已经从其他学

科背景出发对中国管理理论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有益探究，以下举三个例证。
罗家德（２０１１［２７］；２０１１［４３］）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谈到：“社会学原本就同意文化不同就是会有

不同。”“中国的本土管理学首重无为而治，也就是鼓励自我组织、自订规章、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治

理机制……靠的是……建立价值、愿景、文化、规范以控制组织行为的前题环境，而非控制行为本

身。 最终目的则在追求……在多元的系统中保持平衡……这套管理思想暗合了以社会人假设为基

础的人本管理思想。”
彭新武（２０１１） ［４４］从哲学研究的角度谈到：“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产生，首先是来自于

其地域、经济和文化背景。 如果我们不能掌握管理中的文化层面，而只是从工具层面去学习别人

的东西，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与以分析的、原子主义和还原主义为主要思维模式的西方文

化相反，整体论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表征。”西方管理制度“与西方

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土壤、尤其是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相适宜的……这种按规则办事的理性

和法治精神传统，正是我们这个依然具有极强‘人治’色彩的社会所缺乏的……在‘理性’步步进

逼与销蚀之下，‘人性’日益成为消极、冷淡、无用的东西，被理性所控制而丧失了它的主动性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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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
梁觉和李福荔（２０１０） ［４５］ 借鉴本土心理学倡导者杨国枢先生的观点谈到：“强调社会文化脉

络”，即“研究者尽量将所研究的管理现象和行为置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并仔细理

清这些特有的管理现象和行为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充分反映中国

人的管理思想”，即“要以中国人所具有的本土化思想、观点和认知行为方式来思考，进而将这些中

国人的思想反映在问题界定、概念分析、方法设计、结果阐释及理论构建中”。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任何中国管理理论研究，首先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传

统；其次，应该落脚于整体观，追求实现多元系统平衡和兼顾多重发展目标；最后，与儒家提倡贤人

治理的社会传统相吻合，与人的因素紧密关联。 这是本文主张的中国管理理论发展中的“中道”所
关涉的三个方面：一是面向过去，以中国历史悠久的优秀文化价值观为渊源；二是面向未来，强调从

整体观出发，能兼顾多重发展目标和追求实现多元系统均势发展，以避免单向度的发展失衡之弊；
三是面向当下，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物为中心。 以下将围绕这三个方面，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
比东西方管理的特点，来予以进一步阐述。

１．坚持传承中国文化价值观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是受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价值观托举的现代化。 相应地，中国企业管理理论

应以中国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传统为根基与依托。 管理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性决定了，管理规

律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９３） ［４６］ 指出，不存在无文化的普适管理理

论，也没有理由去相信，管理实践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无摩擦地移植与传播。 Ｃｈｉｌｄ
（２００９） ［１５］指出，发展一种独特的中国管理理论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拥有独特的文化

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假设。
从语义上来讲，英语中的“管理”一词，一是根源于拉丁文中的“ｍａｎｕｓ”，意指“手”；二是根源

于意大利语中的“ｍａｎｅｇｇｉａｒｅ”，意指“驯马”的一种技艺（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９３） ［４６］。 福特当年发展了流水

线技术，他希望工人只带“手”进工厂，莫带“脑”来。 这和英美管理思想与实践中讲求工具理性和

实用性的文化内核是高度契合的。 从语言塑造思维这层意义上讲，可以说，美国管理者更习惯于视

被管理者为牛马。 与管理相关的“组织”的概念，在美国，早期和“驯马场” （ｍａｎｅｇｅ）联系在一起，
而在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的祖国荷兰，组织的概念天然与“家庭”联系在一起。 荷兰的组织观念，和法语中的

“家庭”（ｍａｎａｇｅ）一词是一致的，也和中国管理思想相近。 吴照云（２０２１） ［４７］ 研究了中国的“管理”
二字的释义，“管”指多孔而能生发出特定韵律的管状乐器，“理”指治玉成器的规律与事理。 其文

化内涵更丰富，更加讲求包容与圆融。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的管理思想中，管理活动中的管理者和

被管理者都是浑然一体的组织中的成员，而非像“人”与“马”这样的性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

立的两个主体。
美国管理理论简单将其根植其中的西方文化和效率取向视为理所当然，不加以反思便在全世

界兜售其理论，这只有利于其理论的推广，却不利于其他国家企业实践（彭贺和苏东水，２００７） ［１］。
Ｓｅｌｚｎｉｃｋ（１９４８） ［４８］揭示了美国组织管理观念的弊病。 他指出，组织是一个讲求效率的经济技术系

统，也是一个适应性的社会系统。 作为一种理性行动的工具，组织从未成功地征服组织行为中的非

理性维度，后者是摩擦、困境、怀疑和毁灭的来源。 和巴纳德一样，他主张组织不应该是一种控制工

具，而应该是一种合作机制。 如果现代管理理论以控制为目的，便会不计成本地追求管理知识的显

性化和管理行为的科学化。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２） ［１６］强调隐性知识依赖于相对低的意识水平，它对应那些

在更普遍意义上非具体化的因素。 文化价值观作为非理性维度和非具体化因素的集成体，它帮助

塑造了一个个组织不同于其他组织的基本特征。 令人遗憾的是，傲慢的西方管理理论没有对文化

价值观因素予以必要的重视，它高效率地运用各种显性知识来对技术经济系统实施控制，却不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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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运用渗透于社会系统方方面面的文化价值观及其中蕴藏的隐性知识来激发社会合作的自觉

行动。
历史地看，中国管理理论以与西方相区别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为其深厚渊源，几千年的中国

文化价值观中累积了隐藏在中国人思想深处的丰厚的生活经验与行动直觉。 中国企业管理实

践活动便是由这些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活动组成的。 具体地讲，中国企业组织中的人受

以儒释道法学说为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系统的深刻影响。 Ｐｅｎｇ 等（２００１） ［４９］ 指出，中国

的组织，包括企业组织，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中国企业的组织行为与西方观察到的组织行为

截然不同，由此产生了有挑战性的研究议题和有趣的研究结论。 在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背景下，
那些符合西方文化价值观表达范式的管理思想，有可能失去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如果长时

间地在西方管理理论的湖滨之畔徘徊，或许可以习得西学的渔鱼之技，却难以习得深受中国文

化价值观滋养的鱼渔之乐。 为此，加快推动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明晰自身

的文化价值观底色，其后再谈如何借鉴和吸收西方管理理论知识中有益成分来创造有意义的

理论问题。
什么是文化价值观的底色呢？ 文化价值观是人们时刻受其影响却难以觉察其存在的文化特

性，需要从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中一系列表现出明显共性或根本性差异的现象中去仔细辨析与识

别。 在不同文化价值观因素的驱使下，面对同样的管理活动，中国企业管理者将秉持与西方企业

管理者大不相同的认知与行动原则，二者判断事非与对错的标准很有可能截然相反。 心理学家

的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人的心理结构。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９３） ［４６］ 将文化理解为“心灵的集体编

程”，它使一群人与其他人相区别开来。 从相对浅显的行为特征差异上观察，以中国企业为代表

的亚洲企业，往往不是简单的经济动物，它们的合法性与社会身份受到儒家价值观所倡导的诸多

非理性和非经济技术因素的影响。 这些企业偏好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６０） ［５０］ 所说的“互惠” （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的交易，而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理性”的公平交易。 新近的研究表明，由于受传统文化和社会主

义思想传统的共同影响，有一些中国企业家怀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强烈责

任感。
在西学的显微镜下，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活动成了数据采集质量差和能见度低的一类现象，其可

被观察到的往往只是显性的皮毛，皮毛之下的血肉却被藏匿起来了。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 ［９］指出，中国人比

西方人更含蓄和更讲面子，他们更加不愿意以言词来坦率地表达内心的想法。 这也会造成西方管

理理论常用研究工具与方法效力的丧失。 诚如吕力（２０１１） ［５１］所言：“管理本身就渗透了人类对于

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管理必然包含它的价值维度。 由于管理学主流研究持有典型的管理工具

论立场，管理价值论的内容是在管理学的主流研究问题域之外的。”徐淑英倡导，研究者们应紧密

围绕那些“不同于常态的、且很难被现有文献中的逻辑和理论所解释的管理实践”（徐淑英和吕力，
２０１５） ［５７］开展研究工作。 未来，解开中国管理理论发展迷题的“真正钥匙”，不仅在于显性的技术

与工具层面的知识，更在于植根于中国人管理行为及其近乎本能或直觉的习惯深处的文化价值观

之中———正是在中国人“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吕力，２０１１） ［５１］ ”中，蕴藏了中国管理理

论与实践的本质。
２．坚持基于整体观的均势发展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是兼顾多重发展目标的现代化。 与之呼应，中国管理理论坚持整体观和追求实

现多元系统的均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３） ［５２］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

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从历史传统上考察，中国管理实践活

动不仅受到了诸子百家学说组成的本土文化的巨大影响，还在自汉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
先后接纳了印度佛教，又实现了与阿拉伯文化、希伯来文化等不同的非西方文化思想源流的和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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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９３） ［４６］指出，管理不是一种可以与社会中发生的其他活动相隔离的现象，它时刻在

与家庭、学校、政治和政府中发生的事情发生相互作用。 丰富的思想文化元素及在主流价值观上

的包容性，使得中国企业管理者具备必要的实践理性所需要的思想弹性，能够在形形色色看似不

可调和的复杂矛盾因素中游刃有余地行动，将相互冲突的力量集成为一体，创造性地促成合作和

实现多元系统的均势发展。
美国管理理论发端于泰罗制，泰罗以秒表等计量工具的精确性，将管理活动与其他活动的作用

关系切割开来。 美国管理思想在其理论化的百年进程中，非理性地突出了局部边界条件下的科学

理性的作用，这埋下了在复杂目标与复杂环境条件下各种生硬的“理性”管理活动造成诸多的非理

性的意外后果的伏笔。 卡尔·波普尔（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视可证伪性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但在

管理研究中，充斥着众多既不可完全证实，也不可完全被证伪的规律。 戈沙尔（Ｇｈｏｓｈａｌ，２００５） ［３５］

认为，科学给管理研究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成本也很高。 他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将自然科学方法机

械地应用于有组织的复杂性社会现象研究，“往往是最不科学的”。 Ｓａｎｄｂｅｒｇ 和 Ｔｓｏｕｋａｓ（２０１１） ［４０］

指出，在组织管理实践中，将所有理论都归为科学理性框架下所产生的理论是错误的，科学理性框

架下的理论只是可能的理论类型之一。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２） ［１６］指出，隐性知识主要发生在处理一个复杂但连贯的实体时，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通常无法知道自己意识到的什么样的细节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将注意力刻意集中在某一个

特定的特征或细节上时，就有可能破坏此复杂但连贯的实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 为此，需要学会

在实践中，在不以细节特征来对复杂但连贯的实体进行精确的界定与区分的情况下，与复杂实体同

在、共处和实现合作。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视角下，隐性知识的概念显得那

么的不科学、非理性和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但它与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是相兼容的。 以中国为代表

的东方世界的企业管理实践更加倾向于以综合的和整体观的视角来看待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中的各

种高度复杂的现象，更愿意关注与留意那些在现象抽取过程中被忽略和被牺牲掉的众多管理实践

活动的丰富细节与片断。
坚持整体观和追求实现多元系统均势发展的管理理论，具体如何适应复杂系统和兼顾多重目

标的发展要求呢？ 一方面，这样的管理理论是开放的，它能够不拘泥地将西学和东方的智慧汇聚起

来，全面应用到企业管理前沿实践中去。 日裔学者 Ｎｏｎａｋａ（１９９１［５３］；１９９４［５４］）在大内的企业文化理

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创造理论，这是深受非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的又一理论成果。 他认为，隐性

知识在深受东方哲学影响的日本企业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融合东西方哲学的过程

中，Ｎｏｎａｋａ 引入了东方的整体思维和阴阳平衡思维（李平等，２０１７） ［５５］，将知识创造过程演绎为隐

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 开放性，使组织具备了不断从不追求精确与

科学的“无知”状态走向“知”的状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这样的管理理论具有集成性和包容性，对充斥各种冲突力量和高度不确定性的

复杂环境具有动态且强大的适应力。 盛昭瀚和于景元（２０２１） ［５６］ 有关复杂系统管理的研究表

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精髓在于“万物虽多，其治一也”的“集大成”观念。 儒家的中庸之道推崇

“允执厥中”，即“执两端、取其中”的智慧，视万事万物为一个整体系统，包容两极，二元对立却

互不相斥，能够并存和不偏不倚，不会因为偏向某一元而失去平衡。 这种中国式智慧的管理目

标是“百道并行不相背，万物并育不相害”，能促进多元并存、相生相克、关系和谐、生生不息（罗
家德，２０１１） ［４３］ 。 同时，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给研究者提供了构建制度复杂

观以及发展双元理论、共演理论等理论知识的极佳的实践基础（陆亚东，２０１５） ［７］ ，研究者有望

突破现有理论无法揭示复杂制度环境与管理实践中的多面性、相互矛盾性、差异性和变异性的

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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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整体观和具有开放性、集成性和包容性的管理理论，有潜力去修正西方现代管理理论

追求单向度科学思维与进步目标的局限与弊端。 在实践中，对中国企业管理智慧中充盈着的隐

性知识和潜在功能，西方主流研究者给予的注意力仍然是非常有限的，甚至仅仅视之为“偏安一

隅”的偶然现象。 但事实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中的成功经验，大多数是在由多重因果机制

交互作用的复杂环境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西方企业管理者擅长于瞄准利润或股东利益最大化、
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单一目标，但在应对照顾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在平衡技术创新与技术伦

理的挑战方面，他们总是显得步履维艰。 中国企业管理者习惯于瞄准与西方企业管理者相区别

的多重目标的靶心，这一靶心是由显式目标和众多不为人们所确知的隐式目标 （ 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９５９） ［１６］ 组成的一种混合体，因此，当射向这一靶心的飞矢并非以单向度的直线轨迹行进时，中
国企业反而更有希望取得西方世界意料之外的重要成就。 中国管理研究者应该沿着管理实践

者们奉行的整体观的思维路径，穿过复杂系统的迷雾，深入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通过“观察管理

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徐淑英和吕力，２０１５） ［５７］ ，探索促使各种交织作用的力量最终达成均势

与合作的管理原则。
３．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中心。 这决定了，中国管理理论应该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 西方管理

理论知识体系将以科学和技术为代表的、可以量化和物化的因素放在中心位置，将人放在从属位

置。 从谷歌辞职的 ＡＩ 教父杰弗里·辛顿（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Ｈｉｎｔｏｎ）曾表示：我们人类是神经网络，我们能做

的，机器也能做。 我们是通过生物方式制造的，特别的、绝妙的机器。 这一西方科技前沿界的思维

方式，与现代管理理论中泰罗制的思想内核遥相呼应。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从工厂车间中走出来

了一百多年，长此以往，在不远的未来，西方世界大有可能被成功改造成为一个巨型的工厂车间，人
将蜕化为一个个会呼吸的零部件或组件———然而，这并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真心向往的未来。
Ｇｕｉｌｌéｎ（２００６） ［５８］指出，２０ 世纪以来得到广泛传播的科学管理是历史上最具争议性和最有影响力

的工作组织方法，管理理论与实践应该拥有远远超出泰罗的车间管理思想的世界观。 Ｒｕｔｇｅｒｓ
（１９９９） ［５９］认为，管理思想中的关键问题是“意义”，而不是目标。 在处理“将什么作为理论的研究

对象”“将什么放在理论研究工作的中心位置”这类问题时，中国管理研究者们应该从中国的文化

价值观视角出发，从中国管理者视角对重要问题进行良好的需求评估（Ｔｓｕｉ，２００６） ［９］和研究意义的

重新设定，以致力于将几千年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还原为现代社会管理活动

中一个个充满自性与创造活力的管理者（余菁，２０２３） ［４２］。
以人为中心，不同于西方管理理论中常说的 “以人为本” 或人本管理。 吴照云和余焕新

（２００８） ［２］指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人本观将人作为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处于管理系

统的中心地位，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达到“安人”的目标，而从美国与日本企业管理实践

中发展起来的人本管理理论依然是以效率为中心的。 “以人为本”或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发端于

梅奥的人际关系学派。 彭新武（２０１１） ［４４］指出，人际关系学派虽然注意到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但
它仍然把管理看作是运用人的客观知识并以最小代价来取得最大效益的一门技巧，甚至连马斯

洛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模式，也没有脱离理性的窠臼。 也就是说，“以人为本”或人本管理尽管

强调“人本”与“为人”的观念，但依然是将物放在管理现象的中心位置来予以审视的，衡量管理

好坏的准绳依然是科学与效率原则下的物的尺度，从而无法克服对“人本”与“为人”的初衷的

背离。
这种背离之所以发生，其思想根源可以被追溯到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

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那里。 边沁为世人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这个魔盒

存储了这样一个重要观念：人们应该为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行动———从社会福祉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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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考虑，忽略和牺牲少数人的福祉以扩大更多数人的福祉，这是一项精明的计算。 密尔子承父

业，在东印度公司从事了 ３５ 年管理工作，他以一位管理者的分析视角，运用自由主义伦理观，改良、
巩固和普及了边泌的功利主义。 从物的尺度来看，“以人为本”或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默许和纵

容了为“多数人”而放弃“少数人”的各种受科学与效率原则支配的计算行为。 从短期看，从这样的

行动里，似乎能够收获到的多数人福祉的增加值，大于少数人福祉减损值。 但在长期，这些短期收

益会消失，并逐渐异化为多数人福祉的减损，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减损。 在这类现象背后，有一个两

阶段机制在发挥作用：在第一阶段，支持对少数人福祉的剥夺的管理原则，迟早会扩展成为理直气

壮地剥夺更多人福祉的管理原则；在第二阶段，在前一机制持续作用的基础上，多数人的福祉增加

将逐渐变质为多数人福祉的减损。 只要时间足够长，“以人为本”或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很难逃

脱功利主义的潘多拉魔盒式的诅咒。
以人为中心，意味着研究者眼中的世界面貌和待观察现象的性质完全将是另一种棱镜视角下

的新世界。 唯有在变换视角后，研究者才有可能触及那些在主流的科学管理视角下无法被发现的

那些与人紧密相关的因素，进而运用这些隐性知识来整合有关世界的已有显性知识，以更加完整地

理解世界。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２） ［１６］ 从隐性知识的视角来审视，他认为，机器不能用物理和化学来解

释……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原则或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宇宙的最终细节上时，我们所

面对的是最没有可能有意义的事物。 沿着这一思路，Ｎｏｎａｋａ（１９９１） ［５３］批评了从泰罗到西蒙和纽厄

尔的组织理论的局限。 纽厄尔和西蒙为人类组织如何解决问题提供了西方视角的典型理论解释，
他们将组织看作为一种信息处理装置。 Ｎｏｎａｋａ 指出，此理论观点的局限之一是低估了人在问题识

别环节发挥的能动作用；局限之二是低估了人的心智在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比理性更庞杂的作用

（王钦，２０１７） ［６０］。 西方理论局限性的根源在于，它为了追求物的精确性，将与人相关的因素视作缺

陷，并不遗余力地将它们从主流理论体系中驱逐出去。 Ｇｈｏｓｈａｌ（２００５） ［３５］ 洞察到了西方管理理论

和实践中的非人化（ｄｅｈｕｍ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倾向，他引用以赛亚·柏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的批评：现有管理理

论的荒谬性在于，“他们对所有证明无法量化的事物视而不见”。 尽管来自东方世界的研究者反复

强调了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看见人”的重要性，但随后的研究没有真正跳脱西方主流范式的

桎梏。
在中国企业的成功故事中，积淀了丰富的将人摆在管理实践中心位置的经验素材。 深究中

国企业管理思想的渊源，不难发现它们所依托的中国文明现代形态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同马克思

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

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习近平，２０２３） ［５２］ 。 遵循中国文明发展规律的要求，好的管

理实践研究者应该将管理者还原回他们置身其中的、空间边界不够清晰和时间序列不够连续的

管理实践现场，而不是按照分工与效率的要求将他们从鲜活的经验素材中生硬地割取与抽象出

来，只有这样，才可能深入观察这些处于管理实践活动中的人们的能动作用到底是如何得到充分

发挥的，以及人们的有限心智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下如何绽放巨大潜能，又如何完成那些原本根本

不可能完成的艰巨挑战。 在这样的管理案例中，堪称传奇的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看得见、摸得

着的利润只不过是副产品，研究者需要寻找隐藏在这些光鲜的物背后的、更重要的藏匿于管理者

的思想与行为深处的隐秘元素。 有鉴于西方管理理论对人作为管理主体及人的行为的非理性假

设的包容度较低，其研究无法覆盖因管理主体性质不尽相同所能够给管理实践带来的复杂变化

与巨大潜力。 正是西学的思维盲区，给促进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相关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留出

了丰富的理论创造空间。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５７） ［６１］ 对比了“世界主义者” （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ｓ）和“本地人”
（ ｌｏｃａｌｓ）的区别，他认为，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西方迈开了地理空间上自由扩张的一只腿之

际，也就将另一腿迈进了逐步形成的世界主义的管理“铁笼”中。 成为世界主义者，意味着要牺牲

９１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０ 期



作为当地人的个性化特征，服从由西方主导的所谓有全球共识的意识形态。 跳出世界主义现代

化管理的“铁笼”，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分析视角，才能开启企业异质性的黑箱，通过对管理者进行

透彻观察，发现人的因素带给企业的无限生机与活力，发现中国企业在充斥复杂矛盾与冲突因素

的动荡环境中快速成长的管理真相。

五、 运用“中道西用”方针去探索冰山之下

作为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管理学理论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发展历程。 在这段漫长岁月

的大部分时光里，世界各国管理理论总体处于不断学习与效法西方的状态中，但过去十余年间，
上述情况正酝酿改观，管理研究领域“去西方化”或“去美国化”的思潮正在涌动。 拉美组织管理

研究者将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全球化，视作为“认知殖民主义”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 Ｉｂａｒｒａ⁃Ｃｏｌａｄｏ，
２００６） ［６２］ 。 非洲组织管理研究者指出，西方主流管理理论一直在宣称自己的国际普适性，它事实

上将“全球南方”的知识外围化和边缘化，这一行径带有“霸权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Ａｌｃａｄｉｐａｎｉ
等，２０１２） ［６３］ 。 Ｍｕｒｐｈｙ 和 Ｚｈｕ（２０１２） ［６］指出，西方在学术期刊领域的统治地位，导致了其对新兴

经济体学术领域的殖民效应。 Ｈａｍａｎｎ 等（２０２０） ［６４］ 批判性地指出：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知识体

系，是在有指向性和战略性地普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商业和管理理念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
这个知识体系遵循工具理性的内核法则，以擦除或强加的方式，本能地排除、诋毁和否定非美国

背景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前存在的或具有替代功能的各种组织管理形式或身份，以及

与后者相适配的共同体（社区）、合作方式和尊重自然的各种制度规范。 Ｏｊｈａ 和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ｗａｒａｎ
（２０２２） ［６５］将印度缺欠本土管理知识的原因，归因于印度长期以来思想殖民的深层次影响，整个

学术界的话语体系持续被欧美中心的观点所主导和束缚。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２０２２） ［６６］ 指出，由于受到西

方偏见的影响，管理理论将众多重要的文化历史因素排除在外，这使得大多数管理理论知识陷入

了“认知失明”的状态。 未来，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全球管理理论，需要对西方管理理论中

不适用于非西方背景的方面有高度的敏感性，持续提升从管理实践的差异性中发现高理论价值

的研究议题的能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摆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束缚，走独立自主的

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国际形势变化所需，更是中国自身对管理理论知识的需求与供给这两个方面的

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趋向。 一方面，从需求端看，新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达到了一定体量规

模，繁盛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孕育的不仅仅是更加全面深入借鉴西方管理学理论的需求，而是创造

性地构建更加符合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强劲需求；另一

方面，从供给端看，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日益推动和引导当代管理理论研

究者们向中国管理学理论知识体系中输入独特的、与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体系相区别的元素。 在上

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管理理论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觉醒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在西方管理

理论体系的知识盲区和意料之外的宽阔地带，将有众多隐性的中国管理智慧脱颖而出，展现出独特

的理论与实践魅力。
１．强化对中国管理学自主性的认同

发展中国管理理论，首先需要强化对中国管理学自主性的认同，引导更多的研究者增进对构

成中国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中的异质性元素的情感与价值意义的觉知。 然后，找到并围绕恰

当的研究领域来聚集研究力量，发展独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如何强化对中国管理学自主性的

认同与觉知？ 如何找到那些能促进中国管理学自主性认同的恰当的研究领域呢？ 本文认为，研
究者应该将注意力聚焦那些属于中国文化价值观、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的独特现象。
此处所指的现象独特性，不应该由西方管理学理论来定义。 比方说，西方理论习惯将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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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和转型经济国家的现象，视作具有独特性的现象，在这种西方主导的研究视角下，即使取

得有限理论进步，也不过是对西方理论主流的边缘性的补充。 强化对中国管理学自主性的认同，
需要在理论研究工作舞台中心地带，选取与中国文化价值观、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紧密相关的独特

现象作为研究样本。 对于这些独特现象，运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文化价值观崇尚的真善美，阐
释中国人与中国企业管理行为的独特意义。 一旦这些现象被呈现在聚光灯之下，受众能够在瞬

间感知到它们的中国色彩，而不需要先行经过西方审美情趣的刻意雕琢。 而且，这些现象带有的

中国色彩，也不应该妨碍它们释放出对中国以外人群的同理心、感染力与影响力，能彰显它们跨

越时空界限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强化对中国管理学自主性认同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重新定义好的管理理论知识的准绳。

西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由 １４ 世纪到 １６ 世纪的文艺复兴、随后而来的新教改革，以及 １７ 世

纪到 １８ 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 ２０ 世纪，西方管理学在发展早期，将高效率的科

学管理和高度结构化的职能分工确立为好的管理的标准。 少数卓越的研究者关注人和社会性问题

的重要性，发展了激励理论、领导力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企业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等理论，但
西方管理学用以评价管理理论与实践好坏的科学、分工与效率的基石，始终没有被撼动。 为适应动

态多变的环境，西方又先后兴起了组织与战略理论以及后来的知识管理、创新理论等，这些管理理

论知识持续巩固了西方世界崇尚进步与成功和追求价值实现的思想传统，却最终没有平衡好人的

因素与物的因素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不能被归因于文艺复兴、
新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注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精神层面上，迟早要摆脱西方思潮

的影响，另辟蹊径，走上自主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
未来，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理论研究者仍需要继续独立探究“什么是管理”“什么是好的

管理”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余菁，２０２２） ［６７］。 为这些基础性的问题找寻答案，并在搭建答案的过程

中不断提出更加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不断反思和突破已有理论提供的现成解决方案，这是生成

与创建新理论框架的不可逾越的前奏环节，也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重新学习和熟悉中国文化价值

观传统，审视自身的内在德行品质、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创造前所未有的管理实践经验，并为全球

贡献中国管理智慧的必由之路。
２．重置研究标尺和聚焦弱相互作用

探索隐性知识，不能带用惯了的放大镜、显微镜或天文望远镜出发，而需要重新设置研究

的标尺，以探索阿西莫夫（２０２０） ［６８］ 笔下的“瞬间中的瞬间中的瞬间”和聚焦那些在湮灭进程

中发生的弱相互作用。 阿西莫夫认为：百亿分之一秒可以是很长的时间，当它同十万亿亿分之

一秒相比较，这两个时间的差异如同于三百亿年和一天的差异；同理，在习惯宇宙尺度的人们

眼中，几百亿千米只是一个非常短的距离。 一旦重置了研究标尺，研究者对所观察到的管理行

为及相应的管理决策作用机理的阐释就有可能发生质变。 通过增加研究标尺的弹性，可以提

出新的理论解释，对管理活动中充斥的形形色色的悖论、矛盾与冲突现象，做出更好的解释并

予以包容。
明茨伯格用“盲人摸象”来比喻战略管理理论林立的研究局面。 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管理理论

中，作为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在数量上仍然是相对有限的，研究者探究的焦点仍然是显而易

见的重要因素之间的强相互作用。 类似的研究工作贡献了人们熟悉的各种显性知识的集合。 这就

像盲人摸到的大象的耳朵、鼻子、尾巴、腿、躯干等显性的和可以确知其特性的因素。 然而，在管理

实践中，在理论研究者设定的许多伞形概念之下，真正发生相互作用的因素在数量上及纠缠关系的

复杂程度上，往往大大超出了研究者们的简化设定，管理活动的结果很有可能由众多的复杂因素间

的弱相互作用决定。 这就像一头生机勃勃的大象的客观存在，不是靠它的哪个孤立的器官或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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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维系的，而在于那些被忽视掉的大象的耳朵与鼻子之间，尾巴与腿、躯干之间……以及在大象皮

毛之下隐匿的血肉与情感之间的千丝万缕的整体性的作用关系———无法计数的忽略，使研究者成

为了对各种隐性知识无知无觉的盲人。 唯有重置研究标尺和聚焦弱相互作用，才有可能深入探知

人们熟悉的管理活动中的新意。
德鲁克基于对西方管理者的观察，概括了管理的实践本质。 在西方管理世界中，人的行动重于

人的认知。 儒家价值观的熏陶和知行合一观念的流传，使中国管理者注重人的认知的程度，丝毫不

亚于注重人的行动的程度。 人的行动与人的认知相比，前者有显性的、易观察的和相对稳定的特

征，后者有隐性的、难以觉察的和流变的特征。 对人的认知与人的行为的侧重程度的不同理解，是
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与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分别所在。 一念三千，通向同一行

为结果的人的认知是变幻莫测的。 什么样的管理理论创新，可以敏感到能兼容有关人的如此复杂

且真切的假设？ 中国管理理论研究者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丰富的弱相互作用的因素上及它们

背后牵连的隐性知识上，这样才有可能超越现有的科学管理理论提供的有限解释，深入人的本质，
观照管理实践的真谛。

３．探索与科技智能共生的不确定性

现代社会的历史坐标以工业革命为重要里程碑。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科技与人类互动

的数百年，是人类不断征服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的不确定性的一段历史进程。 在此进程中，
人类借助科技理性追逐确定性，又通过推动科技创新持续创造新的变化的可能性。 科学与理

性的结合，一方面意味着人们选择放弃其他的可能性，进入一个人类所知的必然性的世界；另
一方面，层出不穷的科技创新，牵引着人们进入类似于历险丛林般的新世界。 西方伟大的思

想者们都预见到了科技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增强了人类对世界理解与掌控

力；另一方面，也蒙蔽了人类的眼睛和扩大了人类社会进化失控与溃败的风险。 韦伯（Ｗｅｂｅｒ，
２００１） ［６９］ 引用歌德之言来描绘由物质财富和机器生产推动发展下的现代文明发展最后阶段

的境况：“专家没有灵魂，沉迷感观的人们没有心肝；这虚空的社会幻想着自己已经达到前所

未有的文明高度。”
科技是一种力量。 任何力量都具有暴力化的潜质。 需要警惕的科技的暴力一面在于，它对

人（群）与人（群）之间合作关系的破坏性。 中国文化价值观蕴含有不惧挑战和勇于接受新事物

的品性，也一贯重视以和为贵的生命体验，强调以道德来引导和规制所有人———特别是拥有超出

常人力量的少数群体，引导各方节制力量和在发展中达成均势。 道德观念的本质是通过调整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西方文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从物的因素和科技

进步中受益良多，发展出来了强健有力的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文明崇尚科技、财富等物质因素规

模累进法则与力量彪悍之美。 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了以生产

关系调节生产力的重要性。 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主义文明中人的异化现象，这显然与他设想的

未来文明理想形态中人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远景背道而驰。 在马克思的时代里，科技仍然是一

个正面和积极的因素，但在当下的全球互联和数字经济浪潮中，科技已然成为阻滞人类实现全面

自由发展的一种关键性的力量，它日益造成了全球经济社会形态在两个层次上的裂变。 从微观

层次看，不同的人类个体的劳动价值异质性持续大幅扩大，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辛劳所创造的价

值，正趋于收敛至无甚价值。 极少数人获得了科技力量的加持，其可兑现市场价值之高远远超出

马克思关于“３００％ ”的利润率极限的想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通人劳动价值的经济基础正在

松动，这必然造成他们的人生体验与生命价值不可挽回地减损。 从宏观层次看，ＡＩ 驱动下的生

产力水平大幅跃进，处于随时可以拉断生产关系调节生产力的缰绳的风险与灾难中。 从人与人

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角度来审视现代社会，将发现：劳动价值和经济地位相差悬殊的个人之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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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显著加大了。 相应地，将社会视作为一个整体，推动形成少数人与大多数人紧密合作的社

会系统的难度加大了。
对人类而言，科技的本质是工具。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６２） ［１６］说：工具，对应一个复杂且连贯的综合实体

的各个细节特征，我们需要工具来完成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时所参与的事情。 工具具有两重性，它
在常态下是有益的，同时，它具有陷阱的另一重属性。 Ｗｅｉｃｋ（２００７） ［７０］ 分析过一个发人深省的峡

谷火灾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警示人们，在生死攸关之际，在重大危机关口，执著工具者死亡或接近

死亡，丢弃工具者得以存活下来。 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总是执著于工具，却忘记了伙伴，他
们不分享信息，最终忽视了本来能拯救他们的解决方案。 工具，是显性知识的集合。 在危机境况

下，逃生的出路，大概率藏身于工具之外的隐性知识之中。
当下，科技已经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分裂，铸造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根本性困境和基本事

实。 在此境况下，无论是从道德传统出发，还是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出发，中国管理理论研究

者都应该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帮助修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信任

与不合作的关系。 只有人类群体高度团结，才有可能在未来找到实现与科技智能和谐共生的可行

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

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２１ 世纪，人类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莫过

于，思考清楚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 对这个问题，人类如果弃权或在不可调和的分裂状态下给出了

错误的答案，那么，在不远的奇点之后，将轮到科技智能对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最终裁决。
在仍然留存几分灵魂和心肝的当下，人类还有机会运用比西方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更早期的轴心

时代所存储下来的人类文明智慧之光，去引导科技智能的未来方向，使其不确定性尽可能收敛在人

类可认知和可驾驭的范围之内。 科学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而在商业学科中，这就意

味着改善管理实践（徐淑英和吕力，２０１５） ［５７］。 运用中国管理理论与思想，勇于突破西方科技理性

的束缚去付诸实践，时刻警惕在对不确定性的忧惧中加深对科技力量的盲从与依赖，始终致力于通

过团结且自由的人的力量去驾驭科技，这是矢志参与中国管理理论建设事业的我们应该承担起来

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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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王钦． 下一个范式：未来，管理走向何处———“知识管理之父”野中郁次郎专访［ Ｊ］ ． 北京：清华管理评论，２０１７，（１ － ２）：

５６ － ６６．
［６１］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Ａ． Ｗ．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Ｊ］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５７，（２）：２８１ － ３０６．
［６２］Ｉｂａｒｒａ⁃Ｃｏｌａｄｏ，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３，（４）：４６３ － ４８８．
［６３］ Ａｌｃａｄｉｐａｎｉ， Ｒ． ， Ｋｈａｎ， Ｆ． Ｒ． ， Ｇａｎｔｍａｎ， Ｅ． ， Ｎｋｏｍｏ， 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Ｖ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１９，（２）：１３１ － １４３．
［６４］Ｈａｍａｎｎ，Ｒ． ，Ｌｕｉｚ，Ｊ． ，Ｒａｍａｂｏａ，Ｋ． ，Ｄｈｌａｍｉｎｉ，Ｘ． ，Ｋｈａｎ，Ｆ． ，ａｎｄ Ｎｉｌｓｓｏｎ，Ｗ．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Ｃｏｌｏｎｙ ｎｏｒ Ｅｎｃｌａｖｅ：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２０，（１）：１ － ２１．
［６５］ Ｏｊｈａ， Ａ． Ｋ． ， ａｎｄ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ｗａｒａｎ， Ｒ． 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ｔｏ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２，１４９：７００ － ７１２．
［６６ ］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 Ｓ． Ｂ．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２２， ５９，

（４）：１０７４ － １０８７．
［６７］余菁． 重思管理：对几个基本问题的批判性思考［Ｊ］ ． 北京：清华管理评论，２０２２，（４）：６ － １３．
［６８］艾萨克·阿西莫夫． 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Ｍ］．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
［６９］ Ｗｅｂｅｒ， 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 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２００１．
［７０］Ｗｅｉｃｋ，Ｋ． 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５０，（１）：１４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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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ｏ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ＹＵ 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ｉｌｌ ｎｏｗ，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ｃｅｂｅｒｇ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Ｈｅｒ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ａ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 ｌａｔ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Ｍｅｒｔｏｎ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ｏ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ｌａｔ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８０ｓ，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ｐｒｏｕ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ｎ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ｔｈｅ ｇａｐ ａｎｄ ｓｐｌｉ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ｖ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ｒｕ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ｎｌｙ ｂｙ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ｗｅａｋ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ｓｈｉｆ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ｅ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ｏ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Ｚｈｏｎｇ Ｄａｏ Ｘｉ Ｙ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ｏ”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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